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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及其筹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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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中小银行充实核心资本、维护信
用以及政府稳定战时金融与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仍偏重
资本的筹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
弱性高等问题。我国现有不少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公司化、合
并及上市仍是这类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
导公司化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着力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审慎经营，而不能仅将公司化和上市作
为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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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行公司化即采用独资或股份合伙组织形式，运用传统管理方法经营的钱庄、票号、银号采用公司
组织和现代管理方法而向新式的银行公司的趋近。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不仅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重要
表征之一，而且是私营传统银行补充核心资本的主要途径。

一、抗战爆发前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规模尚小，筹资效应并未显著

我国私营传统银行成功改制为银行公司是在民国成立后才出现的。1915 年重庆的聚兴诚商号( 实为票
号) 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聚兴诚银行，1916 年蔚丰厚票号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蔚丰商业
银行，此后又有镇江通惠银号( 1917 年) 、上海豫园钱庄( 1919 年) 、北京大成银号( 1921 年) 、长春益发钱庄
( 1926 年) 、青岛中鲁钱庄( 1926 年) 等传统银行增资改制为银行公司。上海的益丰钱庄、泰和银号，四川的
康泰祥银号、和成钱庄，东北的福顺德银号哈尔滨分号、功成玉钱庄等传统银行均在此时增资改制为银行公
司。1929 年及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也有 3 ～ 5 家传统银钱组织先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1935 年天津的
启明银号也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不过，抗战爆发前，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规模尚小; 由合伙组织的钱庄、银号改制而成的银行公司大多

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组织，这不利于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并鼓励其扩大银行的投资规模。此外，私营传统银行合
组银行公司的事例还很少见，由独家传统银行改制而成的银行公司资力薄弱，信用不稳固，其筹资效应未见

显著。

二、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渐入高潮，资本补充效应颇为显著

( 一) 私营传统银行迫于市场压力而自动改组为银行公司的事例增多
抗战爆发后，银钱业营业环境恶化，我国各地仍有部分传统银钱机构基于业务发展、应付挤兑和通胀的

需要而主动改制并增资为公司组织。例如福州升和钱庄资本家罗勉候任福州商会会长期间，中南银行老板



黄奕住等人即有意与罗氏家族合作，拟将该钱庄改组为公司组织。抗战后期，罗家按《公司法》的规定，以升
和钱庄为基础，成立了升和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计划吸收外股，将升和钱庄改组为福州海南实业银
行，该计划已获得国民政府批准，但适值福州第二次沦陷，该钱庄银行化的计划流产。
战时后方地区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钱庄的资本大为缩水，以重庆为例，“战前渝市各钱庄最低资本

五万元，最高亦不过七十万元，抗战以后各钱庄一再增高资本额，除已改组银行者不计外，最高资本额五百万

元，最低五十万元;……三十四家钱庄之资本总合共计为五千一百三十万元。一般言之，其资力显见微弱”，
不仅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且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内生的资金需要。为使钱庄出资人在法律上承担的债务
责任从无限转为有限，投资风险降低而投资意愿得以增强，“三十三年春以后，各钱庄均纷纷酝酿增资改组
……”，1938 ～ 1943 年间，重庆有和成、开源、同心、永利、光裕、大夏、大同、泰裕、胜利、复华、复礼、福钰、聚
康、永成、永美厚、谦泰豫等 16 家钱庄改组为公司或更名为银行。

( 二) 官方的强制是战时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主要推手
1．伪满政权在东北沦陷区强制推进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在东北沦陷区，伪满当局于 1938 年 3 月 1 日颁布新的《银行法》，申明银行经营的主体应为股份有限公

司，最低资本限额为 5O万元，再度对私营银行进行强制整顿及合并。哈尔滨的 11 家钱庄、银号因此被合并
为公司组织的中泰银行、福德银行、天泰银行、天和银行、瑞祥银行。［2］

1938 年 12 月 24 日，伪满政府公布新《银行法》，规定设立存款支付准备金制，新式银行资本金必须增至
100 万元。银行业准入门槛的不断提高，使长春的大多数钱庄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下功成玉、福记钱、义和
公、天和钱、益发钱等少数几家成立较早、实力雄厚的钱庄，并按规定改组成了新式银行。例如 1938 年 5 月，
功成玉银行重新登记为功成银行; 同年底，该银行依据伪满新《银行法》的要求，将其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处
房产作价抵押，同时采取高级职员集资的办法，再次增加资本金 50 万元，使其达到 100 万元，另有公积金 50
万元。功成银行由旧式钱庄改为新式银行后，资金实力增强，1940 年在新京设立了吉林总管理处，其业务种
类、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尤其是汇兑业务剧增。仅 1941 年，功成银行的汇兑额就高达 230 余万元，而同
年官办的伪中央银行吉林分行、伪中央银行吉林东关支店和伪兴业银行吉林支店的汇兑总额仅为 13 万元，
是功成银行汇兑总额的 5． 6%。功成银行发展成为当时长春最大的两家民营银行之一。

2．日伪政权在关内沦陷区强制推进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在华北沦陷区如天津、北平、济南等地，部分私营传统银行也在日伪政权的强制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37 ～ 1939 年间，天津的振兴长、大德恒、华兴、益恒昌银号为厚集资本以应付抗战初期的信用收缩和
存款挤提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41 年 12 月 11 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公署公布《金融机关管理规
则》，命令银钱业增资改组，规定“非实收股本 50 万元( 联银券) 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经营”银钱业［3］，经
营银钱业者须一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统称银号，资本不足 50 万元的部分限 6 个月交足，报经伪财务总署
核准后再发给营业执照。1944 年又实行第二次增资，规定银号资本最少须 300 万元。受此影响，天津有 60
多家钱庄因为股本达不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而被迫停业，余下的振兴长、大德恒、华兴、益恒昌、广源、正丰
裕、敦昌、鸿记、庆聚、广利、信记、老恒记、宝生、同生祥、义聚、谦丰、庆益、福康仁、瑞源永等银号和豫慎茂钱
庄天津分庄，则按规定在战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

北平在沦陷前有 43 家钱庄( 当时称银号) ，沦陷期间，由于时局动荡和营业困难，加上日伪政权实施《金
融机关管理规则》，强迫钱庄增资改制，所以有近一半的钱庄被迫歇业清理; 而另外的 22 家钱庄按规定增资
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银号后继续营业，其中的两家还直接更名为银行。例如山东梁姓商人于 1906
年创办的福顺德银号，注册资本银 2 万两，专营京饷汇兑业务，该银号在烟台设总庄，在北京、哈尔滨、长春、
吉林、齐齐哈尔、大连、黑河、青岛、济南、天津、龙口、黄县及胶东各县设立分庄或寄庄。1942 年 12 月，日伪
政权强迫福顺德银号增资为伪联银券 200 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北平分号改为总号; 同年，日伪政
权还迫令晋汇丰钱庄增资至伪联银券 50 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祥瑞兴银号、聚义银号、振大兑换所、
永泰公银号也在该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祁县乔氏独资创办的大德恒钱庄在 1932 年将总号迁至北
平，1937 年改组为股份合伙组织，以扩充资本。1943 年日伪政权强制大德恒钱庄增资至伪币 50 万元，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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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更名为银号; 同年，合伙组织的义聚银号也被迫增资至伪币 50 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
公司。

1944 年 12 月，日伪政权再度对北京的金融业进行“编制整理”，要求银钱组织申请增资，又有部分银号
因无法按规定增资改制而被迫歇业，而厚生银号等 33 家银号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继续营业，其中 6
家银号还直接更名为银行公司，例如福顺德银号就被迫于 1944 年再次增资至伪联银券 1000 万元并更名为
福顺德银行，各分号改为分行。1945 年 6 月，日伪政权再次令钱庄增资，晋汇丰等部分钱庄因未能满足日伪
政权增资要求而被勒令停业整理。至此，北平共有公司组织的银号 85 家，除了上述公司化的银号之外，还有
新设的 63 家公司组织的银号。
在山东，1941 年末开始的银钱业首次增资改组期间，各地存续的银号还有 67 家，其中济南的银号由 39

家减为 28 家，烟台由 48 家减为 15 家，青岛剩下 9 家; 在周村，除 5 家钱庄转为地下钱庄之外，其余钱庄因无
力增资改制而全部垮台; 潍县银号剩 1 家，济宁剩 3 家，德州剩 3 家，博山剩 2 家，威海剩 1 家。其实这些留
存下来的山东银号都已是公司组织，只是其名号仍叫“银号”而不是“银行”罢了。在 1944 年开始的银钱业
第二次增资改制期间，济南、烟台、青岛的几家银号不仅改组为公司，而且还直接更名为银行( 见表 1) ，其中
烟台的福顺德银号在 1942 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后，在账目上实行新式簿记账，优化业务人员的结构，吸收了从
新式中学或商业专科学校毕业的管理人员。该银号的资力、信用、分支机构及信用业务均有扩充，个人存款
也日益增多并得以营业至 1950 年 6 月才歇业，成为烟台市最后歇业的私人钱庄。［4］

表 1 抗战期间山东部分传统银号改组为银行公司一览表

地区 号名 开设年月 首次增资后资本( 万元) 备注

济南 晋鲁 1940． 6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济南 福顺德( 分号) 旧有 1944 年改组为银行，总号北京
济南 聚义( 分号) 旧有 1944 年改组为银行，总号北京
烟台 福顺德( 分号) 旧有 1944 年 1 月改组为银行，总号北京
烟台 钜丰 旧有 100 1943 年 1 月改为银行，分号龙口
青岛 中庸 1943． 4 63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福兴祥 旧有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商业 旧有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立诚 旧有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福聚和 旧有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义聚合 旧有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天成 1943． 1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裕昌 1943． 1 50 1945 年 8 月改组为银行
青岛 福顺德( 分号) 旧有 1944 年改组为银行，总号北京

该表资料来自: 山东省史志办．日伪统治时期山东私营银钱号［DB /OL］． http: / / sd． infobase． gov． cn，2012 － 04 － 22。

在上海沦陷区，传统的银钱组织也在汪伪政权强制和市场压力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 见表 2 ) 。
1939 ～ 1941 年间上海的福利、光裕、同心钱庄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942 年 8 月，汪伪政府
财政部颁发《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规定凡是采用合伙组织的金融机构，一律要在 1943 年 8 月 20 日以前
改组为公司。1943 年 7 月 1 日汪伪政府财政部公布的《修正银行注册章程》第三条重申“银行应为公司组
织”，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六百万元; 无限公司组织的银行，
其资本至少须达二百万元。1943 年汪伪政权要求金融机构重新登记，并限令原来合伙组织的钱庄一律改组
为股份有限公司，允许投资人不再负无限责任，以便降低钱庄出资人的投资风险，从而鼓励其投资银行业。
为募集继续营业必需的法定资本金，不仅 1942 年以后上海新设立的钱庄纷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

式，而且上海“硕果仅存的 20 余家著名汇划钱庄，也均次第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例如 1943 年，上海著
名的福源钱庄就在官府的要求下从无限责任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继之一般老庄为适应环境起见，也
纷纷改组为有限公司”，谦泰、和泰、永泰、宝康等银行公司就是由钱庄改组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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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40 ～ 1943 年上海传统银钱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一览表

机构名称 设立年份 原组织形式 改组年份 改组后组织形式

福利钱庄 1929 合伙 1939 股份有限公司

光裕钱庄 合伙 1940 股份有限公司

同心钱庄 1916 合伙 1941 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银号 1941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鸿兴银号 1941 独资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益华银号 1929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渝和记钱庄与成都
振华银号( 合组) 合伙 1944 股份有限公司

福源钱庄 1919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安裕钱庄 1879 合伙 1943 公司

同春钱庄 1924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聚康钱庄 1916 合伙 1941 股份有限公司

征祥钱庄 1915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滋康钱庄 1916 合伙 1940 股份有限公司

元盛清记庄 1914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五丰钱庄 1925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仁昶钱庄 1933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存德钱庄 1876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均昌钱庄 1920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均泰钱庄 1921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怡大钱庄 1897 合伙 沦陷期间 股份有限公司

信孚钱庄 1917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振泰钱庄 1916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义昌钱庄 1907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赓裕钱庄 1907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滋丰钱庄 1922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庆大钱庄 1927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鼎康钱庄 1902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衡通钱庄 1912 合伙 1943 公司

建昌钱庄 1934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元成钱庄 1929 合伙 1943 股份有限公司

裕康钱庄 1926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正大永钱庄 1907 合伙 1942 股份有限公司

该表根据: 联合征信所调查组．上海金融业概览［M］．上海: 联合征信所，1947: 75 ～ 398 的资料编制。

截至 1944 年初，上海尚未改制为公司的汇划钱庄只剩下元盛、均昌、义昌 3 家，1944 年以后上海的汇划
钱庄均为公司组织了，于是资本额也随之扩大( 见表 3) 。［5］

表 3 1940 ～ 1943 年上海部分银钱组织改制前后资本金对照表

机构名称 改组年份 改组为公司前的创业资本 改组后资本金

大同银号 1943 法币 100 万元 法币 1000 万元
鸿兴银号 1943 法币 80 万元 法币 500 万元
安裕钱庄 1943 规元 1． 2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同春钱庄 1943 规元 12 万两 伪中储券 500 万元
征祥钱庄 1943 规元 3 万两 法币 1000 万元
滋康钱庄 1940 规元 12 万两 法币 105． 2 万元
元盛清记庄 1943 银 4． 8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五丰钱庄 1943 国币 28 万元 伪中储券 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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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改组年份 改组为公司前的创业资本 改组后资本金

仁昶钱庄 1943 法币 28 万元 伪中储券 800 万元
均昌钱庄 1942 国币 16 万元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均泰钱庄 1943 规元 20 万两 伪中储券 1000 万元
怡大钱庄 沦陷期间 规元 2 万两 伪币 700 万元
信孚钱庄 1943 规元 6 万两 伪中储券 1000 万元
振泰钱庄 1942 国币 5 万元 法币 300 万元
义昌钱庄 1943 规元 2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赓裕钱庄 1943 规元 2． 4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滋丰钱庄 1943 银 10 万两 伪中储券 250 万元
庆大钱庄 1943 国币 10 万元 伪中储券 800 万元
鼎康钱庄 1943 规元 2． 4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衡通钱庄 1943 规元 3 万两 伪中储券 100 万元
建昌钱庄 1942 国币 10 万元 伪中储券 790 万元
元成钱庄 1943 规元 4 万两 伪中储券 170 万元
裕康钱庄 1942 规元 2 万两 伪中储券 800 万元

该表根据: 联合征信所调查组．上海金融业概览［M］．上海: 联合征信所，1947: 75 ～ 398 的资料编制。
1942 年上海有钱庄 54 家，资本总额达 3279． 7 万元为中储券; 而在 1943 ～ 1945 年分别增至 193 家、216
家和 229 家，资本总额分别增至 2 亿 5517． 6 万元、8 亿 8436 万元、25 亿 9810 万元为中储券，平均每家钱庄
的资本额也从 1942 年的 60． 74 元伪中储券增至 1943 ～ 1945 年的 132． 2 万元、409． 4 万元、1134． 5 万元伪中
储券。［6］以上史实表明，在战时高通胀背景下，上海钱庄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充实资本金、稳固信
用和服务经济社会，在客观上是有利的。

3．国民政府在后方地区强力推进并引导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在后方地区，由于钱庄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后，其增募股本相对容易，加上战时通货膨胀严重，投资

者创办钱庄所需的实际资本事实上并不高，所以独家钱庄改制而成以及新设的小型银行公司充斥银钱业。
这些小银行信用不稳固，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财政部鉴于一般钱庄资本薄弱，……经营稍一不慎，必致
波及整个市场”，遂在 1943 年 3 月通令重庆以及各地的钱业公会: 凡欲增资改组为银行者，须合并 3 家钱庄
以上可予批准外，一概不得单独改组。考虑到恶性通货膨胀对银行资本的侵蚀，为充实改制钱庄的资本金，
稳固银行信用，国民政府财政部“爰于三十三年春增订钱业改组银行办法四项，并规定渝市钱庄改组银行至
少须实收资本一千万元，惟如合并钱庄三家以上改组银行者，得不受上述资本额之限制”。
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遏制小钱庄独自改组为银行公司的目的未能完全奏效，但银号钱庄改组为银行公

司的办法的出台本身就反映了战时后方地区银钱机构纷纷公司化的史实。据统计，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仅重庆地区就有 25 家钱庄增资改组为银行公司;［7］其他后方城镇也有传统银钱机构改组为银行公司的
事例，例如成都的福川银号，昆明的兴文官银号、永丰银业公司、益华银号、光裕钱庄、云南矿业银号，衡阳的
鸿兴银号等也在战时改组为银行公司。［8］

战时各地私营钱庄的公司化确实有助于银行信用及其业务的维持和发展。例如，永利银行是由永利钱
庄于 1940 在重庆改组成立的，该行成立后，资力和营业机构得以扩展，1943 年 7 月 15 日在西安设立分行，同
年 11 月在宝鸡设办事处。总部设于重庆的正和钱庄在 1944 年 6 月改组为正和银行之后，资本、分支机构和
业务均有扩展，1947 年该行在重庆设总管理处，而后在广州、重庆、上海、香港、昆明地设分行，业务规模及空
间范围也随之扩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战时各地钱庄公司化趋势的加强，是战乱和高通胀时期银钱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

要求，更是银行监管制度变迁及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结果。这个时期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普及表明，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已认可银行公司比独资或合伙组织的传统银行更有发展优势，社会已普遍接受有限责任
的银钱机构的信用，均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银钱机构组织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及增资扩股的有效途径。

三、余论

尽管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在充实银行资本、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与经济方面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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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作用，但这个时期许多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实际上仍着眼于资本的募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公

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在通胀恶化及政府对银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
弱性高等问题。另外，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改制虽然以股份有限公司为目标模式，但此时华商银钱业
的信用并不稳固，加上股市或停闭或转入地下或投机风险高，其股本公募有困难，所以这些传统银行的改制

增资仍然以股本的定向募集为主，以致资本募集范围小，改制银行所能募集的股本有限，剔除物价因素后，其

实际资本与存款、负债、总资产及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难有大的提高，这些银行公司的脆弱性仍很高; 而且改
制银行私募股份的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不如股本的公募更有利于其提高声望和拓展业务。
我国现有大批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及金融竞争激

化、《巴塞尔资本协议 III》及我国银行资本监管新规定调整银行法定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资产风险权重的背景
下，公司化、上市及合并仍是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及稳固信用的有效途径。金融
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导和规范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公司化及合并重组，促其认真筛选和引进战略投资者、
着力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改善管理、审慎经营，在此基础上改善银行公司的素质及其经营绩效，更好地服务于
实体经济，而不能将公司化和上市仅仅作为其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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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utualization and Its Effects of Capital Suppl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Private Banks in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SUN Jianhua
( College of Finance，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Demutualization of our traditional private banks became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period of An-
ti － Japanese War．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lementing the core capital of bank，maintaining the bank credit
and stabilizing the order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n the war． However，some demutualization of banks emphasized
in raising capital too much and disregarded the chance to build the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Besides，it had problems of non － prudential operation，speculation and high vulnerability． Now there are
many credit unions and joint － stock banks in China，demutualization and public listing still are the effective ways of
th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capital adequacy against risk． Financial regulators should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boot these small and medium banking institutions of demutualization to focus on improving internal govern-
ance structures and management，manage prudently，rather than only take demutualization and public listing as a
means of raising fund．

Key words: the Anti － Japanese war; medium － small － privately － owned banks; traditional bank; demutualiza-
tion; capit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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